
当前我国社会政策的目标及总体福利水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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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当前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时期。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高

速经济增长后，我国面临着 “经济新常态”、人口老龄化、快速城市化等方面的新挑

战，并且中央提出了要在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大目标，以及包括 “共享发

展”在内的新的发展理念。这使我国的社会政策发展面临新的战略选择。对于未来

我国社会政策发展应该朝向何处，学术界仍有不同看法。一部分学者强调中国当前

应该朝 “福利社会”方向发展，并认为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 “共享发展”、

“中国梦”的重要途径，是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要保障。①还有一些学者则

强调要防止因提升福利水平而陷入 “高福利陷阱”。②同时，在媒体上围绕着企业劳

动力成本、社会保障和医疗改革等具体社会政策也有较为激烈的争论。

“高福利陷阱”理论主要沿袭了２０世纪新自由主义经济与社会政策理论中的基

本论点，以及对欧债危机等现象的简单归因，缺乏依据客观数据的论证，因此难免

偏颇和误导。而 “福利社会”理论主要是从社会保护的立场论证自身合理性，并没

有充分论证 “福利社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因而很难回应 “高福利陷阱”理

论提出的挑战，其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也无法得到决策者的完全采纳。

当前，“构建福利社会”与 “警惕高福利陷阱”两派观点争论的焦点问题在于现

阶段我国应保持何种程度的总体福利水平。这是影响我国当前社会政策发展的基本

问题之一。总体社会福利水平会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最直接的影响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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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下的社会政策研究”（１１ＡＳＨ００９）
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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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的目标。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政策只是为帮助最贫困的人解
决基本的温饱，那总体福利水平就不用很高，但如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是为了在更大

范围内改善民生、提高民生水平，进而赋予社会政策维护社会公平和提升人力资本

的目标，那就需要有更高的总体福利水平。因此，要研究总体福利水平问题，首先

要从分析社会政策目标入手。为此，本文以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政策目标为基础，分

析和评价当前我国总体福利水平，并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条件下促进经济发展与社

会福利共赢的角度论证我国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合理性。

一、现阶段我国社会政策目标分析

１．当代社会政策不同层次的目标

当代各国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向民众提供基本生活保

障和各项社会服务，满足民众基本需要。但各国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时往往在社会、

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有不同的目标，进而导致各国社会政策的水平和结构有较大差异。

在社会目标方面，一些国家的社会政策仅仅是为保障贫困家庭最基本需要，而另外

一些国家则是要通过较高水平的社会政策而更加广泛地提供社会服务，以提升社会

质量；甚至还试图通过高水平的社会政策而全面实施再分配，以达到高水平社会平

等。在政治目标方面，各国的社会政策都要解决社会问题、维护当前社会稳定，并

有助于政党选举或稳固执政地位，但有些国家的社会政策有更高的政治目标，力图
通过社会政策去营造更加公平、和谐的社会，为政治体制的长期稳定和社会的长治

久安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在经济方面各国的目标差异最大，一些国家将社会福利

视为经济发展的负担，因此尽可能压低社会福利水平而使本国经济在国际经济竞争

中获得更大优势；而另一些国家则将社会政策看作积极的社会投资，更看重通过社

会政策提升人力资本，进而增大经济竞争力，促进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当代社会政策研究者也对社会政策的目标有不同的理解。二战后欧洲 “福利国

家理论”曾赋予社会政策较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但后来遭到新自由主义社

会福利理论的反对。在后者看来，高层次的社会政策目标会带来更多的政治冲突，

并且不利于经济发展。他们主张国家应将社会政策的目标定位在向最贫困的个人和

家庭提供最低限度的保障和服务的较低层次，而不应向普通民众提供普惠型福利，

也不应试图通过社会政策去调节社会分配，更不应让社会政策成为社会分配的主要

方式。但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理论最终没有被西方国家广泛接受。从２０世纪后半

叶到２１世纪初，经过调整，中间道路的理论获得更广泛的接受。①迄今为止，西方

社会政策理论基本上是基于 “积极的社会政策”理念，将社会政策目标定位于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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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信平：《社会政策发展的国际趋势及我国社会政策的转型》，《江海学刊》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要发挥积极的作用，不仅要为各类弱势群体提供更好的

社会保护，而且要为提高社会质量作出贡献；不仅要发挥再分配的社会功能，而且

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从社会政策发展的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的社会

政策目标既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而是要切合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

的发展水平，要满足民众的需要，并使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综合性效益最大化。

２．我国社会政策目标的变化

我国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种产品和服务的分配有很高的福利性，但改革开放

以后，基本舍弃了这种福利性分配方式。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我国在社会保险、

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市场化和社会化改革。在社会

保险方面将过去由国家和企业负责的劳动保险制度改为三方负责的社会保险制度；

在就业政策上将过去的政府分配就业改为以劳动力市场为主的就业模式；医疗卫生

政策上大幅度引入了市场机制；对过去的福利分房制度进行了 “住房商品化”改革；

在教育方面也增大了个人付费。这些改革的具体内容各异，但总体特征是要让市场

在资源配置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并让个人和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当时之所以要实

行这种改革，从客观条件上看是由于当时劳动密集型外向型经济的竞争力对劳动力

成本很敏感，不得不通过压缩社会福利水平而提升经济竞争力。然而，社会政策目

标的下降导致社会保护水平降低和民生水平下降，并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效

应。尤其是社会服务的市场化使医疗、教育、住房等对中低收入家庭的可及性明显

降低，导致部分民众遭遇 “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带来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进入２１世纪后我国及时调整了发展目标。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指引

下，加强了以民生事业为核心的社会建设，通过更加广泛地制订和实施社会政策去

保障和改善民生、缓解社会矛盾和解决社会问题。政府一方面在多个领域纠正社会

服务过分市场化的做法，针对市场机制的不足，在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

方面扩大福利性供应，提升各项社会服务的公益性和福利水平；另一方面不断完善

社会政策的项目体系，扩大覆盖面，注重扭转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并注

重保护弱势群体，使社会政策的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再一方面各级财政的社会支出

明显提高，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住房保障及扶贫等方面的财政支

出水平占ＧＤＰ的比例从２００３年的５．２３％上升到２０１５年的９．３７％。①从实践结果上

看，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社会政策确实在保障基本民生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民众在

基本生活条件、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教育权利、基本住房条件等方面都有了基

本的保障。

３．当前我国社会政策目标的合理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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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相关年份财政部预算司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ＧＤＰ数据计算，详见财政部网站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政策目前又面临着新的目标设定问题。社会政策
目标设定既要基于特定时期的基本条件，也要符合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大

目标，还会受特定社会和时期的民众态度和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在我国当前的情况

下，社会政策除了要达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本目标之外，还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

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因此既具有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本目标，也具有社会、

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目标。

首先，从社会政策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本目标看，过去十几年里社会政策在保

障民生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民生保障水平有了较大改善。但随着经济与社会

的发展，我国民众在健康、教育、就业、住房等方面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尤其是

对各项社会服务质量和均等化的要求不断提高。这要求政府进一步加强和优化社会

政策，提升各方面公共服务的质量水平和均等化程度。并且，在人口老龄化、城市

化和人口政策变化的复杂背景下，进一步提升对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群体的普

惠性社会服务，以切实达到改善民生的目标。

从社会目标上看，在过去十多年里，在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的指引下，

我国的社会政策一方面增加了福利供应，另一方面也更加注重加强农村地区的社会
服务，因而在实施再分配、维护社会公平和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

迄今为止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仍然很大，各类群体获得各项社会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仍具有差异，因而需要更进一步发挥社会政策的再分配作用，为实现社会公平价值

目标和共享发展理念，以及完善社会治理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从政治目标方面看，尽管迄今为止的社会政策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已经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从长远政治目标上看，还需要通过更加积极和公平的社会政策来更好

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加深广大民众对我国制度和道路的认

同和支持，并且对外展示中国发展的软实力。

从经济目标上看，当前需要通过更加积极的社会政策去促进经济转型发展。我

国过去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客观上要求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因而

在较大程度上约束了社会政策的发展，是阻碍社会政策发展的重要因素。但近年来

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正在历史性地改变着我国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新的经

济发展方式将更加依赖内需、技术创新和高素质的劳动力，因而对刺激消费和提升

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要远高于对约束劳动力成本的要求。也就是说，我国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将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或弱化过去长期制约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不利条件，并

且要求通过社会政策来更好地释放内需和促进人力资本的大幅度提升。因此，在未

来的经济发展中，除了要让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之外，还应该让社会政策发挥

更大的作用。

总之，当前我国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及新发展目标既为进一步提升社会

政策的目标提出了要求，也为之提供了新的条件。当前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是通过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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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去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并且要在

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享发展。当前的主要条件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对低成本劳动力需求的降低和对人力资本要求的提升，以及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和城

市化导致民众福利需求提升。为此，应按照中央提出的 “社会政策要托底”的要求，

提升和优化社会政策目标，切实托住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底，托住促进公平和共享发

展的底，托住社会稳定的底，也托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底。更具

体地看，当前我国社会政策应该以改善民众生活质量和提升总体社会质量为目标，

不断改善民生保障水平、提高各项社会服务的质量；要发挥更大的再分配功能，为

降低我国社会的不平等、促进社会公平和实现共享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并要通过

更高水平的社会服务来提高我国的人力资本，要释放消费内需，从供给和需求两侧

去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的社会政策面临以下重点任务：

一是继续提高总体社会福利水平，以增强社会政策达到目标的能力；二是更加公平

地分配公共资源，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三是进一步促进在社会政策领域的社

会参与，加强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四是进一步优化社会政策的运行机制，提高其运

行效率。在以上几项重要任务中，提高总体社会福利水平是最基本的，同时也是争

论较多的。

二、当前中国总体社会福利水平分析

１．总体社会福利水平的含义及测量

所谓总体社会福利水平，是指按照人们的基本需要而非按照贡献和交换的方式

分配的财富 （物品和服务等）在总财富中的比例。丹麦社会政策学者哥斯塔·埃斯

平－安德森曾用 “产品和服务的去商品化指数”描述一个国家的总体福利水平，①即

一个国家和地区一定时期内创造出来的总财富中通过非商品化方式分配的比例。具

体而言，总体社会福利水平一般指政府和社会组织直接面向个人和家庭而提供的各

种现金转移支付及福利性 （免费或低费）社会服务在国家或地区总财富分配中所占

有的比例。这里所讲的社会服务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险、社

会救助、就业服务、公共住房，以及针对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所

提供的专门化服务等，也即通常属于 “社会政策”领域的公共服务。

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社会政策的总体福利水平通常是用政府在这些领域

的财政投入水平来衡量的。国际上一般将政府和民间在这些领域支出的总和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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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下的社会政策议题

① 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苗正民、滕玉英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３１页。



“社会支出”。在当代各国，一般以社会支出占ＧＤＰ的比例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总体福
利水平或政府社会政策的总体水平，并进行国际比较。一个国家的社会支出包括政
府财政的社会支出 （国际上通常称之为 “公共社会支出”）和政府之外的社会支出
（国际上通常称之为 “民间社会支出”）。随着各国民间社会力量在社会公益事业和
福利性社会服务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大，国际上越来越多地强调以政府和民间两方面
的社会支出去衡量一个国家的总体社会福利水平。

２．当前我国政府的社会支出及总体社会福利水平分析
从理论上看，我国总体福利供应至少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单位和集体所提供

的福利供应，二是民间社会组织提供的福利供应，三是政府通过社会政策而提供的
福利供应。改革开放后城市企事业单位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社会福利功能下滑，

大多数企业职工在 “五险一金”以外的福利很少。民间社会福利 （公益慈善事业）

虽然有所上升，但迄今为止仍很薄弱。我国的民间社会支出可按民间慈善捐赠、志
愿服务价值和社会组织福利性服务供应的增加值 （扣除其接受的慈善捐赠）三部分
相加来测算。２０１５年慈善捐赠的总额接近千亿元，全国志愿服务时间捐赠价值总量
达到６００亿元，①２０１４年全国社会组织增加值扣除获得的慈善捐赠以后为１１３．７亿
元。上述几个数字相加约占ＧＤＰ的０．２５％。②这类民间社会支出对总体福利水平的
贡献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在单位、集体和民间社会支出水平都比较低下的情况下，我国的社会福利总体
水平就只能靠政府财政性社会支出和社会保险支出来衡量。我国政府正式的财政预
算和统计口径中还没有采用 “社会支出”的概念和指标，但可将政府财政在教育、

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保障性住房、扶贫五大类的支出加总，形成政府财政
“社会支出”指标。根据财政部预算司公布的财政支出数据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２０１５年ＧＤＰ数据计算，我国在２０１５年全国财政性社会支出 （狭义的公共社会支
出）占ＧＤＰ的比例为９．３７％。③此外，我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在２０１５年占ＧＤＰ的
比例达到５．７６％。④这两类支出在广义上均可以纳入政府的公共社会支出。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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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２０１６年中国慈善蓝皮书发布　社会捐赠总量接近千亿元》，２０１６年５月３０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ａｒｉｔｙ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ｏｒｇ．ｃｎ／ｏｒｇ／７４０１．ｊｈｔｍｌ，２０１６年７月３０日。
《２０１４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０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ｃａ．ｇｏｖ．ｃ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ｊ／ｔｊｇｂ／２０１５０６／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８３２４３９９．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５日。
财政部：《２０１５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ｈｔｔｐ：／／ｙｓｓ．ｍｏｆ．ｇｏｖ．ｃｎ／２０１５ｊｓ／

２０１６０７／ｔ２０１６０７２０＿２３６５７３２．ｈｔｍｌ，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０日；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５年国民经
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９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６－
０２／２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０４７２７４．ｈｔｍ，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０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２０１５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６年

５ 月 ３０ 日，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ｍｏｈｒｓｓ．ｇｏｖ．ｃｎ／ＳＹｒｌｚｙｈｓｈｂｚｂ／ｄｏｎｇｔａｉｘｉｎｗｅｎ／

ｂｕｎｅｉｙａｏｗｅｎ／２０１６０５／ｔ２０１６０５３０＿２４０９６７．ｈｔｍｌ，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０日。



２０１５年广义的公共社会支出 （财政性社会支出加社会保险支出）占ＧＤＰ的比例为

１５．１３％。用狭义的和广义的社会支出两个数据就能反映当前我国政府公共社会政策
的总体水平。

３．当前我国社会福利水平恰当性评价
要评价我国政府社会支出是否达到恰当水平，一方面要根据本国经济社会需要

及条件情况来加以分析，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国际比较来加以分析。

首先，从民生保障的有效性上看，经过过去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总体福利水
平有了较大提升。一些研究者认为已经不能再简单地说中国仍是 “低福利国家”，①

但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民生保障水平仍然处于较低层次。我国的低保对象占总人
口的比例只有５％左右，而在城市中低保对象仅占常住人口的２％左右。２０１５年城
市和农村平均低保标准分别只占当年全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中位数的１８．６％
和３０．９％。②在医疗卫生和教育方面的公共服务质量也还存在很大缺口，优质医疗
卫生资源和教育资源的供给总体短缺，并且分配不均。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依然存
在；大量农村中小学教育水平低下，非义务教育阶段存在费用较高的问题，且优质
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导致高考竞争异常激烈，广大考生和家长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同时，面临人口老龄化的迅猛发展，我国在养老服务方面也
面临越来越大的需要。综合来看，我国目前的民生保障只提供了基本的服务，按照
十八大报告提出的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要求，尤其是要面对未来日趋增大的需要，

我国的总体社会福利水平还应有较大的提升。

其次，从维护社会公平和促进共享发展的目标层次看，我国目前的社会福利
水平更显不足。尽管维护社会公平和促进共享发展并不仅靠社会政策，但社会政
策应该是主要的力量之一。尤其是在我国初次分配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下，社会
政策在维护公平和促进共享方面的作用就更加重要。社会政策要有效起到作用，

一是靠足够水平的投入，二是靠对公共服务更加公平的分配。但目前我国在这两
个方面都还存在较大不足，尤其是社会福利资源的投入水平低下，难以在促进共
享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再次，评价一国的社会福利水平也离不开国际比较的视角。本文将我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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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绍光：《中国仍然是低福利国家吗？———比较视角下的中国社会保护 “新跃进”》，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２０１３年第２２期。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２０１５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乡人均收
入中位值数据计算。参见民政部： 《２０１５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１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ｃａ．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ｊ／ｔｊｇｂ／２０１６０７／２０１６０７００００１１３６．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５日；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５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１６年２
月９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６－０２／２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０４７２７４．ｈｔｍ，２０１６
年７月２０日。



支出水平与ＯＥＣＤ国家平均水平进行比较。①表１中的数据显示，从１９８０年以来，

ＯＥＣＤ国家社会支出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占ＧＤＰ的比例的总趋势不断提高，且在

２００９年以后一直维持在２１％以上，在２０１４年达２１．６％。

表１　ＯＥＣＤ国家公共社会支出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占ＧＤＰ的平均百分比 （％）

年份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百分比 １５．４　 １７．０　 １７．５　 １９．３　 １８．６　 １９．４　 ２１．９　 ２１．７　 ２１．４　 ２１．６　 ２１．７　 ２１．６

　　　数据来源：ＯＥＣＤ，“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ｄａｔａ，”ｈｔｔｐ：／／ｓｔａｔｓ．ｏｅｃｄ．ｏｒｇ／，２０１６年

６月４日。

根据ＯＥＣＤ网站社会支出统计 （ＳＯＣＸ）的口径，表１中的社会支出数据并不

包括学前教育以外的公共教育支出。加上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后 （２０１２年公共教育经

费为ＧＤＰ的４．９％ ② ），ＯＥＣＤ国家与我国可比的公共社会支出占ＧＤＰ的平均比

例达到了２６．７％。这说明与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的公共社会支出水平

有明显差距。如果与 ＯＥＣＤ国家中社会支出水平较高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更
大。例如，２０１４年ＯＥＣＤ国家中公共社会支出水平最高的十国的公共社会支出 （含

公共教育支出）占ＧＤＰ的平均比例达到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水平最高的法国这一比

例达到３６．８％。③另外，如若更加全面地比较社会支出水平，还应加上民间社会支

出情况。ＯＥＣＤ国家２０１１年民间社会支出占ＧＤＰ的比例平均为２．７％，④ 远高于我
国的０．２５％。在民间社会支出方面各国的体制有较大不同，很难用简单的统计数据

加以准确比较，但已有数据至少可以表明我国的民间社会支出明显低于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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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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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本文采用 “社会支出占ＧＤＰ百分比”这一国际上广泛采用的社会支出国际比较
指标，其根据是这一指标反映的是在特定经济发展水平下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社会政
策所分配财富占总财富的比例，因此可以在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比较。
况且中国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国际上已经不再被普遍看成是 “发展中国家”，
更不是穷国，而至少应该是中等收入国家，因此应该与ＯＥＣＤ国家进行比较。

ＯＥＣＤ统计网站上只有２０１２年教育支出占ＧＤＰ的比例，且缺失两个国家的数据。此
处的数据是笔者根据２０１２年除两个缺乏数据国家之外的ＯＥＣＤ国家从小学教育到高等
教育的公共经费投入总额占 ＧＤＰ 的比例计算的平均比例。数据来源：ＯＥＣ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ＧＤＰ，”

ｈｔｔｐ：／／ｓｔａｔｓ．ｏｅｃｄ．ｏｒｇ，２０１６年９月５日。
数据来源：ＯＥＣＤ，“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ｄａｔａ，”ｈｔｔｐ：／／ｓｔａｔｓ．
ｏｅｃｄ．ｏｒｇ／，２０１６年６月４日；ＯＥＣ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ＧＤＰ，”ｈｔｔｐ：／／ｓｔａｔｓ．ｏｅｃｄ．ｏｒｇ／，２０１６年９月５日。
数据来源：ＯＥＣＤ， “ＯＥＣＤ２０１４－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Ｕｐｄａｔｅ－Ｆｉｇｕｒｅｓ－Ｄａｔａ”－Ｆｉｇｕｒｅ　７“Ｉｎ
ｍｏｓｔ　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ｔａｌ　ｎ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ｉｓ　ａｒｏｕｎｄ　２０－２５％ｏｆ　ＧＤＰ，Ｆｒｏｍ　ｇｒｏｓ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ｏ　ｔｏｔａｌ　ｎ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ａｓ　ａ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ＧＤＰ　ａ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ｉｃｅｓ，２０１１，”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ＯＣＸ），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ｓｏｃｉａｌ／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ｈｔｍ，２０１６年９月５日。



因此，如果加上民间社会支出，我国总体福利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更加明显。

综上，我国的总体福利水平在过去十多年里有了很大提升，目前已不应再被简
单地称为 “低福利国家”，但从满足民众需要、维护社会公平和实现共享发展的实际
目标上看还有明显距离，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比也有一定距离，还有较大的提升
空间。

三、新形势下提高总体福利水平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科学地分析我国社会福利的合理水平，除了从改善民生、维护公平和促进共享
的价值角度分析之外，还需要从社会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角度加以深入分析。

这不仅是为了更好回应 “高福利陷阱”的质疑，更关键的是使决策者和民众了解提
高社会福利水平对我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１．福利水平与经济竞争力的关系
“高水平的社会福利要影响经济发展”是 “高福利陷阱”理论的主要论点。但从

国际经验上看，“高福利陷阱”观点无法从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获得证实。相
反，相关数据表明，在以科学技术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发达国家中，社会福利与
经济发展有明显的正相关。我们过去一直用经济影响福利的因果关系去解释这一相
关，认为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带动了高福利。但事实上二者很可能是互为因果的
关系，即这些国家的高福利也可能是促进他们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将福利水平与
经济竞争力的关系加以分析，这一论点的意义就会更加清楚。表２列出了ＯＥＣＤ国
家中社会支出总额占ＧＤＰ比例前十名国家在世界经济竞争力排名中的位置。

表２　２０１１年ＯＥＣＤ国家中社会支出总额排名前十位国家在世界经济竞争力中的排名

国　家
公共社会支出占ＧＤＰ的

百分比 （％）

民间社会支出

占ＧＤＰ的百分比 （％）

公共社会支出加民间社会支出

占ＧＤＰ的百分比 （％）
国家经济竞争力排名

丹　麦 ３０．１　 ５．１　 ３５．２　 ８
法　国 ３１．０　 ３．６　 ３４．６　 １８
比利时 ２９．４　 ２．１　 ３１．５　 １５
荷　兰 ２３．５　 ７．４　 ３０．９　 ７
瑞　典 ２７．２　 ３．２　 ３０．４　 ３
美　国 １９．０　 １０．９　 ２９．８　 ５
意大利 ２７．５　 ２．２　 ２９．８ —

奥地利 ２７．７　 ２．０　 ２９．７　 １９
芬　兰 ２８．３　 １．２　 ２９．５　 ４
英　国 ２２．７　 ６．２　 ２８．９　 １０

　　　数据来源：社会支出的数据来自：ＯＥＣＤ， “ＯＥＣＤ２０１４－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Ｕｐｄａｔｅ－Ｆｉｇｕｒｅｓ－Ｄａｔａ”－Ｆｉｇｕｒｅ

７“Ｉｎ　ｍｏｓｔ　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ｔａｌ　ｎ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ｉｓ　ａｒｏｕｎｄ　２０－２５％ｏｆ　ＧＤＰ，Ｆｒｏｍ　ｇｒｏｓ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ｏ　ｔｏｔａｌ　ｎ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ａｓ　ａ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ＧＤＰ　ａ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ｉｃｅｓ，２０１１，”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ＯＣＸ）；各国在世

界经济竞争力中排名的数据来自张璐晶：《谁是乱世救星：世界经济论坛授权本刊发布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全球经

济竞争力报告〉》，《中国经济周刊》２０１１年第３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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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３中的数据看，ＯＥＣＤ国家总体福利水平最高的十个国家中有六个的经济

竞争力排名居于世界前十名以内，另有三个国家位于前二十名以内，只有一个国家

的经济竞争力排名在全球前二十名以外。这些数字说明，当今世界上的 “高福利国

家”中绝大多数同时也是经济竞争力很强的国家。从这些数据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

一个结论：高福利并不必然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损害，相反还可能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因此 “高福利陷阱”的概念与事实不符合，至少不是一个必然的或普遍的现象。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现象是，尽管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西方 “福利国家”的社会

政策就饱受新自由主义的诟病。但从前面表１中的数据可以看出，从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初以来的三十多年里，ＯＥＣＤ国家公共社会支出总体水平占ＧＤＰ的比例从１９８０
年的１５．４％上升到２０１４年的２１．６％。尽管在社会支出增加的同时其支出的结构发

生很大变化，但这些数据仍反映了福利水平持续提升的事实。发达国家政府之所以

没有降低而是不断提升总体福利水平，除了要顺应民众的福利需要、维护社会公平

和达到政府及执政党的政治目标之外，福利水平对经济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也是一

个重要的因素。一些对北欧 “福利国家”的研究也表明，如果制度设计合理，高水

平的社会政策不仅不会拖累经济发展，相反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保障和动力。①

在发展中国家中总体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更加多样化，受到更多复杂因

素的影响，但迄今为止没有经验数据可以证明在发展中国家 （包括 “新型经济体国

家”）福利水平与经济竞争力和发展潜力存在普遍的负相关。

２．总体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

从上述数据中可以推论，总体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复杂关系除了受经济发展水

平影响之外，还明显受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可以大致

将不同的国家分为三类模式：一是以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为主要发展动力的高科技

经济体，主要是一些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很高，因此既能够承受高福

利支出的负担，也需要较高的福利供应为其人力资本投资作贡献。他们较高的总体

福利水平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保障。第二类是

资源出口型经济体，他们依赖丰富的自然资源而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并因此可以

负担较高的福利支出。这类国家经济竞争力和社会政策的脆弱性表现在其经济容易

受国际市场资源价格波动的影响。当资源价格较高时，这些国家的财政收入会上升，

进而刺激福利增长；但资源价格下跌时，政府财力又会受到较大影响，因而难以维

持其较高的福利支出。第三类国家是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体，

其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丰富的简单劳动力，并依赖国际市场。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

环境下，他们不得不约束其劳动力成本，因而难以提高总体福利水平。并且，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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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佘宇：《福利国家模式是否必然影响经济增长：围绕北欧福利国家模式的争议》，《发展
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大，导致政府和社会对提高总体福利水平的动力不足。

可以看出，在第二和第三类经济模式下，社会福利都可能被看成是经济发展的负担，

而在第一类模式下政府社会支出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而对经济发展的
动力相对较大。

３．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下提高福利水平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我国过去３０多年里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上述第三类模式，即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

经济发展方式，这对总体福利水平的提高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在一定时期里我们为
了快速发展经济和增强国力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共享和社会公平的价值。但时至
今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不再强劲，再继续维持低福利水平不
仅在共享和社会公平的价值上不合理，而且对经济发展也没有积极意义，相反还可
能使我国长期处于 “中等收入陷阱”，不仅经济难以发展，而且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问
题。我国的经济不可能转向资源出口型经济，而只能转向技术密集型经济体。因此，

只要结构和体制机制合理，提升福利水平就不会带来 “高福利陷阱”。况且目前的福
利水平离 “高福利”还有相当的距离。从需求侧看，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可以更好地
释放内需；从供给侧看，提升总体福利水平可以更加有效地提升我国的人力资本水
平，从而更加有利于创新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结　　语

尽管我国社会福利水平在过去十多年里已经有较大的提升，但是与当前和未来发
展的要求相比仍然处于偏低的水平。过去以劳动密集型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对我国社
会政策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历史性地改变着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
的关系。从国际经验上看，高福利模式并不必然阻碍经济发展，在技术密集型经济中
还可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提升总体社会
福利水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多个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
中，我们既需要通过更好的社会政策去不断改善民生，满足民众的需要；需要通过社
会政策去提升社会公平和实现共享发展，也需要通过社会政策去促进我国经济的转型
发展。为此，我们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贯彻中央 “社会政策要托底”的要求，进一
步提升总体福利水平，并且在此基础上加快促进社会力量的参与，提升公共服务均等
化水平，优化社会福利的体制机制，并且提高社会服务运行的效率。

〔责任编辑：李凌静　责任编审：冯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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